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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VOICE OF YUE—Fu(The Academic Periodical of Shenyang Conservatory of Music) 

对京韵大鼓音乐、历史的重新认识 

— —  京韵大鼓音乐新论 (七) 

由于我们发现了清末民初(1910年前后)京韵大鼓的音响 

资料，特别是当我们对这些音响资料进行了缜密的考证和分 

析以后，确认这一时期演唱的大鼓书从语音运用、板式、句型、 

腔型、字位、乃至段落结构等方面，均已充分表现出京韵大鼓 

声腔音乐的特征，与今天的京韵大鼓音乐在形式上基本相同， 

并由此确认这样的鼓曲已经不是I去大鼓，而是地道的京韵大 

鼓了；又由于这批京韵大鼓音响资料中有些是 1910年以前录 

制的，鉴于音响的录制一般在时间上要晚于艺术形态的产生 

和流行，因此我将京韵大鼓艺术形态的形成时间前推至 1900 

年前后。这就是说 1900年甚至更早些，怯大鼓已经演变成为 

京韵大鼓了。而按照通行的观点认为，1 900年刘宝全到北京 

演出才开始着手将怯大鼓改革为京韵大鼓的工作。这就是说 

1900年及其后一段时间内京韵大鼓还没有形成，当时社会上 

流行的应该是 大鼓。显然，通行的观点与早期京韵大鼓音 

响资料在时间和艺术形态上的存在是相悖的，因此我们有必 

要对近 60年以来关于京韵大鼓声腔音乐及其历史研究中的 
一

些问题和观点进行清理，以便得出更为客观、更接近历史真 

实的结论。 

第一节 2O世纪头十年间的 

京韵大鼓是怯大鼓吗 

陈  ̈

半个多世纪以来，曲艺研究者一般认为，将怯大鼓改革为 

京韵大鼓主要是刘宝全所为，时间约在 1900年后。如 1936 

年梅兰芳与刘宝全交谈时说：“我记得早年听别人唱的大鼓， 

字音带保定、河间的口音，所以称为‘怯大鼓 ，打您起才变了， 

讲究字音，怯味十去八九， 『去大鼓’变为‘京韵大鼓’，是您的 

功劳。” 王决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 ·戏曲 曲艺卷》的“京 

韵大鼓”条目中说：“1900年，他(作者按：指刘宝全)到北京以 

后，为适应听众的欣赏习惯，放弃了乡土口音，改以北京的语 

音来吐字发音，吸收石韵书、马头调和京剧中的一些唱法，创 

制新腔，专唱短篇曲目。” 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编纂的 

《说唱艺术简史》中这样写道：“刘宝全青年时代(1 886年)拜 

胡十为师，并曾为宋五伴奏。他继承了他们三人(作者按：包 

括霍明亮)的艺术经验，致力于怯大鼓的改革。一九OO年至 
一 九一0年间他曾到北京献艺，完成了对怯大鼓的艺术革新， 

成为今天传唱的京韵大鼓。”“ 以上观点在有关京韵大鼓和刘 

宝全的著述中所见甚多，口径极为一致。由此可见，目前关于 

将怯大鼓改革为京韵大鼓的历史及其改革者的看法是毫无争 

议的，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一般均采用梅兰芳的谈话内容作 

为依据的。虽然在梅兰芳的文章中，刘宝全并没有否认这一 

说法，但是作为京韵大鼓曲种的历史研究，据此我们是否可以 

【1]作者简介：陈钧(1946～)，天津市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2】见((梅兰芳丈集 第269页，中国戏剧出版社 1962年出版。 

【3]见 中国大百科全书 ·戏曲曲艺卷 第16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3年出版。 

[4]见 说唱艺术简史 第 15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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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肯定的结论呢?我以为，回答是否定的。 

我们说，梅兰芳的看法只是一种感觉，他并没有对京韵大 

鼓音乐及其唱法进行认真的科学研究作为依据。而刘宝全是 

经历了由怯大鼓演变为京韵大鼓过程的艺人，他参与了这一 

过程，以其“鼓界大王”的声誉当时他没有否认梅兰芳的恭维 

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是否这样就可以认定，籽『去大鼓改革为京 

韵大鼓就是刘宝全一个人的功劳呢?我以为，这种认识仍然 

是缺少依据的。 

关于刘宝全对怯大鼓音乐的具体改革一般的观点是这样 

的：“他将木板大鼓以一板一眼和有板无眼的唱腔结构，改为 

以一板三眼的慢中板和有板无眼的紧板为主，必要时穿插一 

些一板一眼的板式。川有的著述则说得更为具体，把刘宝全的 

改革说成“借鉴了京剧(慢板】的板式，将 f去大鼓’的一板一眼 

改为‘一板三眼’(即俗说的‘双板改单板’)”。 

我们说，如果依以往曲艺研究者一般的观点，刘宝全在 

1900年后将怯大鼓改革为京韵大鼓是真实的，那么，此间 

(1900-1910年)的京韵大鼓必须是怯大鼓，必须表现出怯大 

鼓的音乐形态和语音特征，否则，上述观点是不能成立的。那 

么，怯大鼓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从大量关于刘宝 

全改革怯大鼓为京韵大鼓的著述中集中反映为两个方面，即 
一 方面将河间、沧州—带的乡土方音改为北京音；另方面将双 

板改为单板(即一板一眼改为一板三眼)。因此，要确认这一 

时期的京韵大鼓是否为怯大鼓，我们必须从以上两方面入手， 

即：一要看该鼓曲所运用的语音是否为河间、沧州一带的方 

音；--N要看该曲种音乐形态在板式、句型、腔型、字位、乃至 

结构布局上与今天的京韵大鼓相比有什么区别。 

首先，我们已经从语音上分析了现存 1910年前后的京韵 

大鼓音响 ，发现在这些音响中艺人们均运用天津和北京语音 

演唱，其中并无明显的河间、沧州语音存在。不仅天津语音中 

阴平字的低平调、阳平字的高平调，和北京语音中阴平字的高 

平调等特征，在唱腔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并且连天津语音在运 

用中的变调现象在这些音响中也清晰可辨。在(挑腔)、变体 

(挑腔)、低变体(挑腔)、(甩腔)等句型中，当唱词尾字为阴平 

字时，由于尾字音腔落音较低，天津语音的特征表现得尤为突 

出Ⅲ。根据对唱腔中语音运用的分析我们可以断定，这一时期 

音响中的唱腔不是怯大鼓，而是地道的京韵大鼓。 

我们知道，汉民族语言与音乐的关系决定了一个戏曲剧 

种或鼓曲曲种的声腔音乐形式。这些民间音乐艺术形式发 

生、发展、至成熟的过程中，艺人群体运用语言的地域I生和艺 

术流行地区的语言决定了其音乐的形式。这种在语言和音乐 

关系下所产生的音乐形式，经由观众的审美筛选，最终形成了 

该曲种在语音运用上的规范并由此而产生了音乐的形式规 

范。这即是所谓曲种音韵和程式}生的曲种声腔音乐形式。 

对于京韵大鼓艺术的发展来说，从怯大鼓演变为京韵大 

鼓的过程，即是由大批天津籍和北京籍艺人以天津语音和北 

京语音取代怯音的过程，由此使怯大鼓在语音的运用上产生 

变化，最终导致了该曲种音乐形式的改变。在我国民间音乐 

艺术中，这种变化是一种极为常见的且带有普遍性的规律。 

把这种民间性创作方式下集体的、即兴的过程，归功于刘宝全 
一 人，显然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客观的。 

宋五、胡十、霍明亮等木板大鼓艺人于清同光之际在天津 

的演唱中吸收了子弟书等艺术创造了一种新的鼓曲形式，由 

于运用河间、沧州一带的方音，因此被称为“怯大鼓”。他们主 

要以走街串巷的形式演唱，同时教授青楼女子学唱怯大鼓。 

天津自清咸丰初期就出现了青楼女子演唱的落子馆，这 

些操天津方言的女唱手们 『去大鼓的演唱中自然将天津语音 

融入其中。同时清代中叶以来，天津人就以“说卫话，带京腔” 

为时尚，京腔也是天津落子馆、杂耍馆、茶园中一种通用的舞 

台腔。由于当时在怯大鼓的演唱中落子馆中的女唱手人数很 

多，因此，即便没有北京籍艺人参与，这些天津籍的女唱手们 

也同样会 『去大鼓的演唱中融入天津语音和北京语音，最终 

也会以天津语音和北京语音取代怯大鼓中的怯音，在多年的 

艺术实践中确立以天津语音和北京语音为规范的京韵大鼓音 

韵的。当然，在京韵大鼓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有不少北京籍艺 

人的参与，这对于北京语音的运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通过本文《京韵大鼓音乐的语音特征》部分关于京韵大鼓 

音乐的语音分析可知，最迟至 1900年甚至还早一些，京韵大 

鼓演唱就已剔除了怯味，完全运用天津语音和北京语音了。 

这说明京韵大鼓音韵在 1900年已经成熟规范，此时期怯大鼓 

已经演变为京韵大鼓了。另外，通过语音分析我们还知道1910 

年前的京韵大鼓既不是“怯味”的，也不是“京腔京韵”的。当 

京韵大鼓声腔音乐发展到 1900年前后这一曲种音韵已经成 

熟规范了，正是以天津语音和北京语音构成的京韵大鼓音韵 

决定了其音乐形式的。否则，如果只以北京语音去对待京韵 

大鼓音乐，并把 1910年以前的京韵大鼓视为怯大鼓，那么，其 

中许多腔型和落音形式在音乐与语言的关系上是解释不通 

的。只有在京韵大鼓发生、发展、至成熟的过程中，认识到天 

津语音是伴随着从『去大鼓到京韵大鼓全过程的，才可能真正 

[1】见 中国大百科全书 ·戏曲曲艺卷 第16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3年出版。 

[2】见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 ·北京卷》(下)第 1146页。 

[3】[4】见((乐府新~))2011年第四期，((京韵大鼓音乐的语音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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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京韵大鼓音乐及其历史。 

为什么早在20世纪4O年代韩世琦和舞厂都说京韵大鼓 

的产生地在天津 ?为什么金受申先生也认为“京韵二字本为 

津韵’之讹”，并认为刘宝全的“新腔新调”，“应称‘刘派津韵 

大鼓’或‘新派津韵大鼓’，或直称‘津韵大鼓’，方合实际”(见 

《京韵大鼓音乐的语音特征》引文。此处强调“刘派”为“新派” 

则说明之前存在着“老派”，即早期歌唱性京韵大鼓)呢?正因 

为他们了解京韵大鼓早期的历史，能够识别京韵大鼓唱腔中 

的天津语音。正因为京韵大鼓发生、发展的历史与天津及其 

方音有着割不断的因果关系，所以刘宝全当年才向其徒弟谭 

风元解释：“津韵大鼓又怎么讹成了‘京韵大鼓”’的。这些观 

点和史实的存在是客观的，也是符合京韵大鼓曲种发生、发 

展、至成熟的历史和逻辑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众多曲艺史家 

均认为将怯大鼓变为京韵大鼓是刘宝全一人在 1910年以前 

所为，认为京韵大鼓的唱腔是京腔京韵。我以为这些观点是 

不准确的，是缺少根据的。 

除去语音分析以外，在对这一时期的音响进行了细致的 

音乐分析后我们也发现，这些早期唱腔非但不是怯大鼓所具 

有的一板一眼形式，而且与今天京韵大鼓的唱腔基本相同。 

这主要表现在，这种唱腔具有两种基本板式，即：一板三眼的 

(慢平腔)、(紧平腔)、(快平腔)；和有板无眼的(快板]。在(慢 

平腔)中它也有落低sol音下句(包括大下旬)、上声和去声两 

种仄声尾字上句、(挑腔)、变体(挑腔)、低变体(挑腔]下句等 

句型和腔型，也有(预备腔)、(甩腔)句(包括大(甩腔)句)、落 

音为“低re、低sol、d0、低mi”的四种(长腔]。此外也有在(甩 

腔]句前部运用的“起伏腔”的现象。(慢平腔)句一般中眼起 

腔，落腔于板位。(紧平腔)是一种介乎于(慢平腔)和 [快平 

腔)之间的腔句，它字位节奏较紧凑。(快平腔)则一般为字位 

紧凑的句型。这两种腔句也是中眼起腔，落腔于板位的。只 

是(紧平腔)的运用较后来少些。(快板]既有顶板起落数板节 

奏的形式，也有闪板起腔，顶板落腔的形式。(快平腔)和(快 

板)在旋律上与今天京韵大鼓中的(快平腔)和(快板]大致相 

同。在以上所有唱腔中，当运用规范的七字句唱词时，唱词字 

位大多为四、三的两分句格式，表现出前紧后松的态势。这些 

音乐形式不但在旋律、结构、字位等方面与今天的京韵大鼓基 

本相同，而且在唱段的音乐布局上与今天的京韵大鼓也大体 
一 致。如果说这两个时期的唱腔之间有些区别的话，则只是 

这些唱腔与今天的京韵大鼓唱腔相比更富于旋律性和歌唱性。 

通过以上的音乐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现存 

1910年前后的京韵大鼓音响中所反映出的音乐形态说明，最 

迟在 1900年或更早一些时间里，怯大鼓已经演变为京韵大鼓 

了。这一结论证明，以往曲艺研究者在怯大鼓演变为京韵大 

鼓这段历史中所持的观点于时间上是错误的。 

也许有人会说，1900年后之所以存在京韵大鼓，正说明此 

时期刘宝全对怯大鼓进行了改革。但是 1900年后的京韵大 

鼓却不是刘宝全改革的半说半唱式大鼓，而是歌唱性大鼓，由 

此可以判定这种早期京韵大鼓并非刘宝全的改革成果。因 

此，以往曲艺史家在刘宝全把『去大鼓改革为京韵大鼓的论述 

中，把今天京韵大鼓音乐的形式作为了刘宝全改革的结果是 

主观武断的。他们并没有经过对当年具体的音乐材料进行具 

体地分析，漏掉了早期歌唱性形式和阶段(可能由于资料的原 

因)，直接将怯大鼓阶段与半说半唱的京韵大鼓阶段相连接， 

不但造成了京韵大鼓曲种史的不完整，而且致使人们对刘宝 

全的创造、刘派艺术的形成、以及京韵大鼓曲种史产生误解， 

因此以往关于京韵大鼓曲种史、刘宝全的创造及其历史地位 

等研究和评价在许多方面是缺少客观真卖1生的。虽然木板大 

鼓(或怯大鼓)唱腔可能是一板一眼的形式，京韵大鼓唱腔中 

的(平腔)是一板三眼的形式，然而是谁从哪些资料的研究和 

分析中证明了从一板一眼变为一板三眼的创造是刘宝全所 

为?又是谁从哪些资料的研究和分析中证明了京韵大鼓声腔 

音乐中的京剧腔调是刘宝全对京剧音乐吸收借鉴后创造的? 

我以为这些问题在民间性创作方式中是很难论证的。况且在 

这些观点所谓刘宝全改革怯大鼓的 1900～1910年间，京韵 

大鼓音乐早已具有了一板三眼的板式，那么所谓刘宝全对怯 

大鼓的改革岂不成了无稽之谈?至于有的著述说刘宝全借鉴 

了京剧[慢板)的板式，把怯大鼓的一板一眼改革为一板三眼， 

则更是主观臆断了。京剧的 (慢板]虽然是一板三眼的形式， 

但是其它戏曲剧种的(慢板)也多是一板三眼的形式。多种鼓 

曲也是一板三眼的形式，如子弟书、单弦中的一些曲牌、梅花 

大鼓、西河大鼓等等。为什么刘宝全偏偏借鉴京剧(慢板]的 

板式，而不借鉴上述那些艺术中的一板三眼板式呢?我以为， 

以刘宝全的艺术经历可以断言他的确参与了从陡大鼓改革为 

京韵大鼓的集体创作过程，但是将这种创造完全归功于刘宝 

全一人的观点，无疑是既缺少相关资料和证据的证明，又缺少 

具体的科学分析和论证的。而断言刘宝全是借鉴京剧(慢板) 

的板式，创造了京韵大鼓一板三眼形式的说法，则更是在缺少 

证据和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对历史的编造了。 

我们说，从现存 1910年前后的音响中所反映的音乐形态 

看，张小轩、刘宝全、乃至所有女艺人演唱的唱腔是基本相同 

的，这说明此时期京韵大鼓声腔音乐在形式上是统一的和规 

范的。不仅如此，此时期张小轩在唱腔和演唱上已经呈现出 

较为明显的个性，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流派特色。仅据清宣统 

元年(1909)11月天津《民兴报》登载的演出广告统计，他演唱 

的曲目就有《初世姻缘》(《蓝桥会》)、《子龙救主》(《长坂坡》)、 

《刀斩华雄》、《大游武庙》、《座(坐)楼杀院》、《单刀赴会》、《摔 

镜架》、《知音得友》、《绕口令》、《鸿雁捎书》、《金山寺》、《华容 

[1】见 乐府新声))2011年第4期， 京韵大鼓音乐的语音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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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灯下劝夫》等十余段。据说当时他在天津同合楼演出“声 

势极大”，刘宝全出演天泉茶楼(宝和轩斜对过，双泉池楼上)， 

“竟不能敌”。“ 根据张小轩1910年前后录制的音响和1909年 

演出情况的记载，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期京韵大鼓曲种已经 

成熟，并开始以艺人的艺术个f生形成风格流派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京韵大鼓在 1900年前后已经剔除了 

怯味，不但以天津语音和北京语音形成了规范的曲种音韵，而 

且在此基础上亦已形成了规范的声腔音乐形式。因此，说此 

间刘宝全为了适应北京观众的欣赏习惯采用北京语音演唱， 

将怯大鼓一板一眼的唱腔改革为一板三眼等观点当属无稽之 

谈了。 

我以为，1900年前后刘宝全在天津刚刚红起来，若论声望 

尚不及张小轩。后来，他的确对京韵大鼓进行了革新，但这种 

革新的性质和结果却不是因改革怯大鼓而创造了京韵大鼓， 

而是以半说半唱的风格创立了他自己的艺术流派，并以此影 

响和推动了京韵大鼓曲种的进一步发展。我以为，在民间性 

创作方式下将怯大鼓改革为京韵大鼓的实践，只能是包括刘 

宝全、张小轩、和众多男女艺人在内的京韵大鼓艺人群体的集 

体行为。这种认识才可能符合历史的真实 

第二节 刘宝全对京韵大鼓音乐的改革 

以往曲艺研究者所论刘宝全在 1900年后对京韵大鼓音 

乐的改革，虽然不是将怯大鼓变为京韵大鼓，但是这种改革却 

是真实地存在着。我以为刘宝全对京韵大鼓改革的时间应当 

在 1910年前后较为合理，因为从那时他所录制的《八喜 ·八 

爱》音响看，改革的迹象并不明显。王决先生认为：“他于 1900 

年到北京献艺结识了京剧演员谭鑫培、孙菊仙等人，在艺术上 

得到他们的指教，并吸收梆子腔、石韵书、马头调等戏曲、曲艺 

形式的声韵、唱法，吐字发音依照北京的语言声调。⋯⋯1910 

年，刘宝全再到天津，在四海升平茶园登台演唱，获得声誉，形 

成京韵大鼓的主要流派——‘刘派’。” 我们说上述看法是不 

准确的。 

首先，说刘宝全 1900年到北京献艺至1910年才回天津 

是不真实的。过去艺人的演出活动都是根据市场的需要采取 

流动性的方式，并非现在的国营剧团，长年固定于一地演出。 

1900年刘宝全的确到北京献艺，但是 1900～1910年间他是经 

常来往于京津两地的。上述关于张小轩和刘宝全 1909年在 

天津的对擂就证明了这一点。再则，刘 1900年到北京后，不 
一 定马上就得与谭鑫培相识并立即受到了谭的指教。这里的 

时间应当是模糊的(至今没有任何材料证明确凿的时间)。比 

如刘宝全说：“那时，我住在北京石头胡同天和玉客店，前后几 

条街住的都是梨园行名角，象谭家、‘老乡亲’(孙菊仙)、龚云 

甫、宝忠的父亲杨小朵⋯⋯我们都是朋友，我—边和他们来往， 
一 边抓工夫听戏，琢磨他们唱、念、做派的韵味神气。州”上述谈 

话说明两点：一、从当时刘宝全住在天和玉客店是临时l生的居 

所，表明他在北京的演出是流动陛的。二、刘宝全与谭鑫培等 

京剧名角虽然在当时结识和交往，但由于是一边来往，一边听 

戏和琢磨他们的艺术，这在时间上恐怕需要一个过程。也许 

这是刘宝全在 1900—1910年间多次来往于京津之间演出过程 

中的事了。刘宝全和京剧名角的交往以及受到谭鑫培的指教 

不一定就在 1900年或与此非常接近的年份。比如，刘宝全和 

孙菊仙的相识就只能在 1909年后。因为孙菊仙当年曾声称 

“不照相、不灌音”，而后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孙的唱片，于是 

在孙菊仙唱片的真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议。近年来在老唱 

片研究中，一些人认为孙菊仙的唱片中的确存在赝品，但是同 

时也存在真品。关于这件事有这样的说法：“孙本人灌了唱片 

而不敢承认是有历史和政治背景的。孙菊仙为内廷供奉演员， 

经常出入皇宫，并深得西太后的赏识，又与太监李莲英相交甚 

厚。庚子年战乱，孙菊仙家被焚，妻亡，携子孙至上海避乱。战 

乱平息后，西太后从西安返回北京并重新执政(1902年1月8 

日)。后来西太后命诏孙菊仙承差，当时不知孙的下落，太监 

慌以菊仙南行，客死于上海奏对，西太后才作罢。 

此后，李莲英得知孙仍在上海，遂写一密信，告知孙不要 

出头露面，更不要北上，如西太后闻知，李自谓有欺君之罪，云 

云。孙闻知后，遂不敢出头露面，直至 1908年 11月西太后去 

世后，1909年孙才北上回津。圳 孙菊仙当时之所以声称“不照 

相、不灌音”，并否认自己灌过唱片，可能是出于他上述“难言 

之隐”的托词。我以为这种说法虽属传闻，但是合乎逻辑，据 

此可以间接证明刘宝全在 1909年以前不可能在北京结识孙 

菊仙，而他受到谭鑫培的指点对京韵大鼓进行改革的时间似 

乎也应当是在这一时期。如果这种推断准确，那么就与他在 

1910年前后录制的音响中仍然保持着早期歌唱性京韵大鼓形 

态相吻合了。1910年前后刘宝全录制的《八喜 ·八爱》音响中 

的早期京韵大鼓歌唱性唱腔的存在，起码说明了在此时他尚 

未对京韵大鼓进行改革。那么，他受到谭鑫培的指点和对京 

韵大鼓音乐进行改革最早当是 1909年以后的事了。 

以往凡涉及 1900年刘宝全到北京后将怯大鼓改革为京 

韵大鼓的论述中，均言及是刘用北京语音取代了怯音并将怯 

大鼓唱腔的一板一眼变为一板三眼才完成了此项改革的。我 

[1】此处内容详见((京韵大鼓的形成和在天津的发 (上)，载天津市艺术研究所编((艺术研究))1990年夏季号第12页。丈 

中引文出自自新斋主 张筱轩的绝技》一丈，载 游艺画刊》丛书之一(《歌舞升平5)1942年2月15日版。 

[2】见 中国大百科全书 ·戏曲曲艺卷))第217页。 

【3】见 梅兰芳文集55第271页。 

[4】见刘鼎勋 孙菊仙唱片的真伪考证》，载 唱片研究与存目 第23～24页，天津杨柳青画社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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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这种观点是不合逻辑的，原因有二：一、京韵大鼓作为民 

间性的艺术其改革应是一种集体性创作，以刘宝全个人的艺 

术行为取代民间性创作的集体性是不真实的。而京韵大鼓作 

为程式l生的艺术，其程式的创新、发展尚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 

过程。以现存早期音响推断 1900年前后怯大鼓已经完成了 

向京韵大鼓的演变，京韵大鼓不但确立了以津京语音为特点 

的曲种音韵，还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声腔音乐，这些都并 

非一蹴而就的；二、自清中叶以来天津就以“说卫话，带京腔” 

为时尚，在天津的舞台上京腔作为一种艺术腔调是早已客观 

存在的。由于京韵大鼓从业者以京津籍艺人为主，且该曲种 

发生及流行地区就在天津、北京，因此将怯大鼓的怯音去掉， 

改以京津语音演唱其实是 大鼓演变为京韵大鼓在语音上的 

必然趋势。这一趋势并非是由刘宝全个人行为所主导和北京 

观众的欣赏习惯所决定的。另外，一些曲艺史家以梅兰芳在 

《鼓王刘宝全的艺术创造》文中的按语白凤岩先生所说的，刘 

宝全在《大西厢》中“--／k的俏佳人懒梳妆”以及“崔莺莺”的唱 

腔，采用了梆子的腔调。 在《马鞍山》里“寒虫儿的声音，叫的 

那么叹煞人”中运用了石韵的腔调。 以及刘擅唱马头调等内 

容为依据，阐明刘宝全在改革怯大鼓时吸收了石韵、马头调、 

梆子、京剧等艺术的唱腔和唱法。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大西 

厢》和《马鞍山》两段音响都是刘宝全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录 

制的，即便在此十年以前刘宝全就将上述腔调和唱法吸收到 

演唱中来，由于届时京韵大鼓已经形成，因此这种创造与怯大 

鼓的改革也是毫无关系的。我以为对梆子、石韵、马头调的吸 

收，只是刘派形成后刘宝全在个别唱段中的个别唱词音腔上 

偶然的运用，虽然这种创造为唱段增添了色彩值得肯定，但是 

这既不是对怯大鼓的改革，也不是对京韵大鼓曲种音乐程式 

性整体的创新和推动。至于京剧腔调，则在 1910年前后的京 

韵大鼓唱腔中就早已大量存在。京剧唱腔的运用不仅体现在 

带腔中，在京韵大鼓音乐中它已经形成了(快平腔)和[快板) 

唱腔中程式性的下句尾腔，以及 (慢平腔]中四种脍炙人口的 

长腔等形式。这种对京剧唱腔的吸收，才称得上是对京韵大 

鼓音乐整体的发展起到了真正的推动作用。我以为，京韵大 

鼓声腔音乐中对京剧唱腔的吸收，是该曲种艺人群体在 1910 

年以前的艺术实践中实现的，其中可能有刘宝全的参与，但绝 

不是刘宝全一个人的创造。 

也许读者要问，刘宝全对京韵大鼓的改革应当是在什么 

时间?改革的主要内容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以为，刘宝 

全对京韵大鼓的改革的确与谭鑫培对他的指点有关，这主要 

体现在谭鑫培所谓“你是唱书，不是说书” 这句话上。从时间 

上说，我们可以认为这是 1900年以后的事，但是从现存 1910 

[1]见(《梅兰芳丈集》第 272页。 

【2]见 梅兰芳文集 第286页。 

[3]见(《梅兰芳文集 第270页。 

年前后刘宝全演唱的《八喜 ·八爱》音响中所反映出京韵大鼓 

唱腔和唱法仍然保持着早期歌唱性的形式看，如果刘宝全接 

受了谭鑫培的意见立即着手改革的话，则时间应在1910年前 

后为合适。经过几年的摸索和实践，刘宝全的演唱形成了自 

己的艺术风格，创立了新的流派，时间当在20世纪 10年代后 

期为合适。因此，以往的研究者认为 1910年刘宝全创立了刘 

派的观点似乎是不准确的。 

从具体的音乐改革上看，通过本文前面几篇对京韵大鼓 

音乐清末民初和20世纪20年代后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的对比 

分析，我觉得刘宝全对京韵大鼓音乐的改革主要是改变了唱 

法，将早期京韵大鼓歌唱性的唱腔加以口语化的处理，形成了 

半说半唱式的京韵大鼓唱腔。半说半唱的口语化演唱不仅成 

为了刘宝全个人的艺术风格和刘派大鼓的演唱特色，也逐渐 

影响到京韵大鼓音乐整体，使这一曲种音乐演变成为了半说 

半唱的形式和风格。这种对京韵大鼓音乐的改革可以说是刘 

宝全的功劳，也由此奠定了后来他在京韵大鼓界的地位。 

我以为，谭鑫培所渭“唱书”给刘宝全的启示是：一方面大 

鼓虽然演唱大书和说书相同，但是应当区别于说书而带有演 

唱的特点；另方面大鼓的唱虽然是歌唱性的，但是应当区别于 

戏曲和时调小曲的唱，还是要保持一种说书形式的“诵说”的 

味道。这就是要求刘宝全在京韵大鼓的演唱中创造出一种独 

特的风格，既区别于戏曲、小曲那种纯粹的“歌唱”，又区别于 

说书那种纯粹的“诵说”。在这样一种对京韵大鼓演唱方式的 

启示和追求中，就自然产生了一种半说半唱的口语化演唱形 

式。这种演唱形式既保留了说书的“诵说”，表明它具备说书 

的表现形式，又保留了戏曲、小曲的演唱特点，表明它仍有歌 

唱性存在，这即是谭之所谓“唱书”了。 

刘宝全的演唱风格在当时的京韵大鼓中形成了一种新的 

特色，刘派大鼓自然成为了京韵大鼓艺术中一种新的流派。 

而金受申先生称刘宝全的“新腔新调”为“刘派津韵大鼓”，或 

“新派津韵大鼓”的道理正在于此。金受申先生并没有将刘宝 

全的“新调”视为“把怯大鼓改革为京韵大鼓”的结果的道理也 

正在于此。因为京韵大鼓艺术形式早在 1900年就已经成熟、 

规范了。刘宝全的“刘派”只能算是京韵大鼓艺术中的一个新 

的风格流派，这在当时熟悉曲艺的人们眼中或许就是一种常 

识。比如现存音响中 1910年前后小金英演唱的《夸桑》，高六 

顺演唱的《鸿雁稍书》、《许仙游西湖》，王红宝演唱的《卖油郎 

独占花魁女》，王宝翠演唱的《妓女自叹》，宋二荣演唱的《独占 

花魁》，金桂宝演唱的《丑末寅初》，和张金环演唱的《蓝桥会》， 

以及 1917年前后的音响中王红宝演唱的《大西厢》和陈银如 

演唱的《妓女做梦》等唱段，刘宝全的《八喜 ·八爱》和张小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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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唱段就仍然保持着早期歌唱性唱腔形式和唱法。这些音响 

的存在说明，直到20世纪10年代后期，在京韵大鼓的演唱中 

早期唱腔和风格仍然占据着主流，刘宝全的半说半唱风格可 

能在此时已经开始形成，但是那还只是他个人的风格，尚未影 

响到京韵大鼓曲种整体，因此被视为“新腔新调”就不奇怪了。 

李家瑞先生在他的《北平俗曲略》中也谈到了这种『青况。他说： 

“现今北平唱大鼓书的分三大派：一是老古派，二是刘宝全派， 

三是老倭瓜派。老古派专保守着古老的法子，丝毫不肯更改； 

刘宝全派专以表情取胜；老倭瓜派则以滑稽取胜。 《北平俗 

曲略》是1933年印行的，李家瑞先生的话指出了20世纪3O年 

代北京存在着三种京韵大鼓的派别。我以为，所谓老古派，即 

指 1900年以来的早期歌唱性的京韵大鼓。所谓刘宝全派，是 

泛指2O世纪20年代以来在刘派艺术风格影响下的大部分半 

说半唱形式的京韵大鼓。而老倭瓜派，即滑稽大鼓。刘宝全 

派的演唱以口语化为特点，因此李家瑞认为刘派大鼓“专以表 

情取胜”。李家瑞先生的表述证明，直到20世纪3O年代北京 

还有早期歌唱性京韵大鼓的演唱，他的表述与我把京韵大鼓 

的历史分成清末民初的早期歌唱性形式，和2O世纪2O年代 

后的半说半唱形式是基本吻合的，再加上后来出现的滑稽大 

鼓，就完全相同了。滑稽大鼓大约产生于2O世纪20年代，它 

以演员滑稽的演唱和表演为特色，在音乐上与一般京韵大鼓 

区别不大，故在这里不加以讨论和介绍。 

总之，依据以上论述，我们说京韵大鼓发生、发展的历史 

应当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怯大鼓——歌唱性京韵大鼓 
— — 半说半唱式京韵大鼓。如果从宋五、胡十、霍明亮等木板 

大鼓艺人进入天津、北京等大城市活动后，吸收子弟书等艺术 

形式将木板大鼓逐步演变为怯大鼓的清同光之交(1 875年前 

后)开始，到 1900年的20多年中可以算作怯大鼓时期的话， 

从 1900年(甚至更早一些)至 1920年大致可以算作歌唱性京 

韵大鼓时期，这样从1920年至今则算作半说半唱式京韵大鼓 

时期了。我以为，这种对京韵大鼓声腔音乐发生、发展过程的 

描述和分期，大约是接近历史真实的。 

第三节 女子大鼓始终是 

京韵大鼓艺术的主体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艺术现象，清末女艺人在天津的崛 

起应当受到社会学和艺术学研究者的重视。清末以来无论河 

北梆子、京剧、评剧、还是曲艺等艺术中，大批女艺人白天津产 

生，从而推动了众多民间艺术发展的现象是值得探究的。如 

罗瘿公在《菊部丛谭》中写道：“京师向禁女伶，女伶独盛于天 

津。庚子联军入京后，津伶乘间入都一演唱，回銮后，复厉禁 

矣。入民国，俞振庭以营业不振，乃招津中女伶入京，演于文 

明园。” 易顺鼎在《哭庵赏菊诗》中亦写道：“京师歌舞连津畿， 

女伶日盛男伶微。女伶歌台已六七，男伶歌台仅三四，其中似 

有天时人事相转移。”。 以上引文说明天津在1900年以前女伶 

艺术就已经盛行多时了，此间男伶已经呈现出衰微的迹象。 

清同治二年在增补《都门纪略》咏大鼓书诗中写道：“弹弦 

打鼓走街坊，小唱闲书急口章；若遇春秋消永昼，胜他荡落女 

红妆。”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同治年间演唱大鼓书的 

男艺人一般都是走街串巷卖艺的。至光绪中叶富察敦崇在《燕 

京岁时}己》中说：“大鼓多采兰赠芍之事，闺阁演唱，已为不宜。” 

这说明此间北京大约也出现了女子唱大鼓的现象。 

对于京韵大鼓的女伶艺术——女大鼓来说，在天津也是 

清末早已有之的。娱园在《鼓人的派别》文中n 曾言及清末胡 

十在天津教授青楼女子演唱京韵大鼓的情况，并指出了“大姑 

娘、王红宝、赵宝翠、京翠卿、宋二荣”等女唱手中之佼佼者，这 

说明起码在光绪中期(1890年或更早些)天津就已有大批落子 

馆中的女唱手在演唱大鼓书了。这些女唱手当时演唱的大鼓 

书中应当包括怯大鼓以及逐渐演变着的京韵大鼓。不但如此， 

早在清光绪初期大鼓书的演唱就已进入了天津的杂耍馆。如 

光绪十年(1884)刊行的《津门杂记》中的《杂耍馆》一节就有这 

样的记载：“津门茶肆，每于岁底新正，添设杂耍，招徕生意，其 

名目有弦子书、大鼓书、京子弟、八角鼓、相声、时新小曲等类， 
⋯ ⋯ ”民国十一年(1922)胡朴安编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中的 

《天津风俗诗》中这样写道：“时调大鼓打连厢，宴乐中华落子 

场，听到浪声齐喝彩，高呼脸子竟猖狂。”脚同书《津沽春游录》 

节中谈到元旦时节有这样的记述：“至若落子馆为别开生面者。 

举凡北里乐户，均须到场，打鼓说书。⋯⋯园内布置，亦如戏 

园。甚为新式。有熟窑姐者，必坐包厢。每人唱一出，或说大 

鼓书一次。毕后，则上楼去包厢客处，周旋道贺一次。” 以上 

资料说明，清末民初时期天津落子馆中的女唱手一直在演唱 

包括京韵大鼓在内的大鼓书。另外，特别是从现存 1910年前 

后的老唱片中我们发现，如高六顺演唱的《许仙游西湖》片芯 

标有“大鼓书”和“宝和轩茶园”字样，王红宝演唱的《卖油郎独 

占花魁女》片芯也标有“大鼓书”和“中华茶园”字样。这说明 

女子演唱京韵大鼓在 1910年前后已走出落子馆进入了杂耍 

馆。从现存 1910年前后的京韵大鼓唱片看，男艺人的唱片只 

[1]见((北平俗曲略》第 15页，中国曲艺出版社 1988年出版。 

[2】见张次溪编纂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 下，第79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1年出版。 

【3]见张次溪编纂(《清代燕都梨园史料 下，第762页。 

[4】详见 乐府新声))2011年第4期(《京韵大鼓音乐的语音特征 引文。 

[5】见胡朴安 中华全国风俗志 下篇卷一， 直隶 第 7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年出版影印本。 

【6]见胡朴安 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 直隶》第 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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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刘宝全在百代公司录制的一张《八喜 ·八爱》，和张小轩在 

百代公司录制的《游武庙 ·单刀赴会》、《灯下劝夫》、《草船借 

箭 ·华容道》三张。其余的唱片都是女艺人演唱的。如小金 

英的《夸桑》，高六顺的《鸿雁捎书》、《许仙游西湖》，王红宝的 

《卖油郎独占花魁女》、《大西厢》，王宝翠的《妓女自叹》，宋二 

荣的《独占花魁》，金桂宝的《丑末寅初》，张金环的《蓝桥会》， 

陈银如的《妓女做梦》等等。从20世纪头十几年中京韵大鼓 

唱片录制发行的男女性别比例中可以看出，当京韵大鼓刚刚 

成熟阶段，在天津就已经有大批女艺人演唱这种鼓曲了，并在 

人数上已经超过男艺人。 

但是在以往的京韵大鼓研究中，一般的观点认为，女子演 

唱京韵大鼓是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主流的。我以为这种看 

法是不够准确的。民国二十一年(1932)娱园老人在《唱大鼓 

之落伍者》说：“自坤大鼓盛行以来，除刘宝全、白云鹏外，凡属 

男性，无一有饭吃者，艺术之精如金万昌，资望之老如张小轩， 

均无正经园子聘约，馀子碌化，更不待言，男性岂不危乎殆哉。” 

[1】我以为京韵大鼓发展到2O世纪30年代女艺人在观众心中 

的地位更为提高是确实的，娱园的话说明了男艺人在鼓曲演 

唱中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了。因此《说唱艺术简史》中说此时： 

“男艺人在鼓坛上的统治地位也逐渐被女艺人所替代。” 我以 

为，自清末民初以来之所以大多数男艺人逐渐被观众所冷淡， 

这是社会发展所导致的审美情趣变化使然。比如评剧，20世 

纪 10年代初期当女伶在天津出现后，男旦艺人的演唱立即就 

无人问津了。对于京韵大鼓而言，其实在它由怯大鼓演变为 

京韵大鼓之后，女艺人一直是该曲种艺人群体中的主体，男艺 

人在数量上始终不占优势。娱园的话正指出了自清末民初以 

来就存在于京韵大鼓中的阴盛阳衰现象。不过一则因为京韵 

大鼓中主要的艺术流派创始人都是男艺人，所以男艺人在该 

曲种中的地位一直很高，影响一直很大；二则早期女艺人大都 

出身于青楼，在清末民初之际她们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即便演 

唱京韵大鼓的女艺人数量很多，但是在当时，社会也不可能给 

予她们应有的关注。因此我以为，在讨论京韵大鼓中的女大 

鼓时，不应当将其兴盛期视为20世纪30年代，因为女子演唱 

大鼓的盛行是自清末以来至今未衰的事实。刘宝全、白云鹏 

等男艺人以卓越的技艺创立了风格各异的艺术流派，推动了 

京韵大鼓的发展，因此地位极高、声望极大，但是他们却难以 

改变京韵大鼓以女性演唱为主体的状况这也是事实。可以说 

在京韵大鼓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宋五、胡十、霍明亮等木 

板大鼓艺人开创了这一新的曲种，随后由天津大批女艺人和 

京津一些男艺人继承、发展了这一曲种。张小轩、刘宝全、白 

云鹏几位男艺人以自己的艺术个l生创造了不同的风格流派推 

动了这一曲种的进一步发展，而这一曲种艺人的主体却始终 

是以女性艺人为主的，男艺人的数量一直没有赶上和超过她 

[1】转引自((说唱艺术简史》第 147页。 

[2】见 说唱艺术简史》第 147页。 

们。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京韵大鼓中，梅花、西河、铁片等多 

种鼓益同样是以女性为主体的曲种。 

我以为，近百年以来新的文化思潮不断涌现所导致的妇 

女解放运动的影响，才是京韵大鼓等鼓曲由女陆艺人演唱为 

主体的最根本的原因。可见，京韵大鼓本来就是一种以女性 

艺人为主体的曲种。只是由于2O世纪3O年代后，刘宝全、白 

云鹏年事已高，加之女性艺人在艺术上有了更为精进的发展 

和提高 (或许许多人对清末民初时期京韵大鼓女艺人的情况 

了解甚少)，致使人们误以为此时京韵大鼓才刚刚进入女艺人 

为主流的时期。对于京韵大鼓和其它鼓曲来说，了解阴盛阳 

衰的趋势是自2O世纪初就存在着的一种社会潮流，就可以理 

解为什么女艺人一直是鼓曲艺术的主体了。这种局面并不是 

从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的，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总之，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早在清光绪 

中期在天津就有大批女艺人在演唱怯大鼓及其演变着的形 

式，1900年怯大鼓已经演变为京韵大鼓，此时期天津已有大批 

女艺人在演唱这种鼓曲了；早期京韵大鼓已具备了与当代京 

韵大鼓基本相同的声腔音乐形式，其特点是歌唱性的，它大约 

流传到上世纪 30年代；刘宝全在 1910年前后以半说半唱的 

形式改革早期歌唱性的京韵大鼓，在上世纪10年代后期形成 

了自己的艺术流派，并以刘派的演唱形式影响了京韵大鼓曲 

种的整体风格；从怯大鼓演变为京韵大鼓后，该曲种音韵就是 

由天津语音和北京语音构成的，所渭“京腔京韵”并不真实；京 

韵大鼓从早期就有大量女艺人在演唱，可以说该曲种在艺术 

上是由男艺人为主导的，但在队伍构成上则还是以女艺人为 

主体的。 

这就是我对京韵大鼓声腔音乐及其曲种史的基本认识。 

《京韵大鼓音乐新论》压缩稿至此全部刊出，拙作原稿文 

字曲谱600余页，现压缩为七期约9万多字的篇幅，多处细致 

的文字分析、谱例、和书后附早期唱段曲谱只能略去，但在这 

近四分之一的内容中，我基本保留了该书中的学术观点，敬请 

读者、方家读后不吝指教，笔者感谢不尽! (全文完) 

(责任编辑 朱默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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